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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对其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研究”（２１ＶＭＧ０４０）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３⁃０６⁃１０

　 　 ①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未成年人是未满 １８ 周岁的人群，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青少年（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指代 １０—１９ 周岁
的年龄群体，但“青少年”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不同研究语境下的界定也有所差异，本文所涉及到的引述同时使用了“青少年”和
“未成年人”的基本概念。 而考虑到本文以 １８ 周岁及以下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在参考相关研究时，所述概念与引文保持一致，其
他情况则按照本文的研究对象范围，使用“未成年人”的群体概念。

ＤＯＩ：１０．１９６４８ ／ ｊ．ｃｎｋｉ．ｊｈｕｓｔｓｓ１９８０．２０２３．０５．１１

父母网络行为干预对未成年人
网络重度使用倾向的影响探析

□ 陆杰华，谷俞辰

摘要： 近年来，未成年人触网逐渐广泛化，但这一群体正处于生长发育和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长期以互联网

为交流中介，极易形成网络心理依赖甚至是网络重度使用问题，大大增加了个体异化风险。 家庭作为

未成年人社会化的主要场域，父母角色功能的发挥对子女的网络使用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使用“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及网络安全情况调查”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通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模

型，探讨父母网络行为干预对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倾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发现，控制

个体特征后，监护人多个维度的干预策略可以有效调节未成年人的网络行为，示范型干预和限制型干

预增加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风险，监控型干预则显著降低未成年人①网络沉迷可能性；同时，监控型

干预对限制型干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对削弱限制型干预的消极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网络重度使用； 网络沉迷； 未成年人； 父母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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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个人电脑、手机等移动设备和无线网络的快速普及，互联网的使用呈现出明显的低龄

化趋势。 已有研究表明，９—１０ 岁的儿童大约在其 ６ 岁时就已经开始使用网络［１］１４。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２０１９）的调查也显示，２０１９ 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 １．７５ 亿，青少年互联网普及率达到９３．１％［２］。
同时，未成年网民的网络使用深度也在逐年递增，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青少年平均每周上网时长从 １４．６ 小时

升高至 ２６ 小时，远高于网民总体上网时长的平均水平［３］。 随着未成年人触网更加广泛，其网络行为的

多元化和碎片化也极大影响了自身的社会化过程，目前我国近 ４０％的青少年面临网络沉迷的潜在风

险［４］，且其中 ６％～１４％已经转化为确认的网络成瘾者［５］。 预防未成年人网络沉迷不仅具有重要性和必

要性，也具有现实紧迫性。
家庭是未成年人社会化的主要环境，与后者网络意识的形成有紧密联系，因而可以作为从源头预防

和控制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的场所。 已有研究发现，家庭支持通过减少个体压力来降低网络过度使

用的风险［６］，但整体来看，目前学界对个体网络重度使用中家庭功能的发挥讨论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

关注家庭环境对于青少年的被动性影响，如家庭客观环境（经济水平、家庭类型、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

不良嗜好、家中有无电脑等）及家庭主观环境（与父母的关系、父母婚姻状况、家庭人员结构、亲密度等）
所形塑的家庭功能对个体潜移默化的作用［７］，或以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等维度衡量的家

庭环境特征［８］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行为的引导，但迄今鲜有研究探讨父母对子女网络使用行为干预的

具体方式和不同效果。
本研究试图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做出一定程度的补充，以国外学者提出的“父母干预理论”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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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点，依据“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及网络安全情况调查”相关抽样调查数据，重点关注父母

角色功能的发挥及其与子女间的互动是否能有效降低后者的网络沉迷水平，并通过实证研究重点分析

父母不同的干预策略（示范型干预、监控型干预、限制型干预）对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倾向的差异化

影响及具体作用机制。

二、研究回顾与评述：网络重度使用概念及其影响因素

（一）网络重度使用内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关注的“网络重度使用”概念主要参考“网络成瘾”（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ＡＤ），后者又

称“网络依赖” “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问题性网络使用”等，特指因为过度使用网络而造成身体、心理、
家庭与社会功能的损害［９］。 该概念由美国心理学家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首次提出，指在没有成瘾物质的条件下个

体上网行为失去控制，是一种因过度使用互联网或使用不当而导致的心理障碍及心理缺损，会造成社会

适应不良与身心功能的损害［１０］。 在此基础上，Ｙｏｕｎｇ 等提出网络成瘾与赌博成瘾具有相同的特点，认
为网络成瘾是一种不依赖成瘾物质的冲动－控制失调［１１］，即“一种对网络的心理依赖” ［１２］，在停止或减

少网络使用后，成瘾者会出现焦虑、急躁情绪等精神症状［１３］。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提倡使用强迫性网络

使用（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ＣＩＵ）来界定网络成瘾［１４］，认为其更多的是一种网络依赖行为的非适应性

问题［１５］，是一种人机互动的行为成瘾，即科技成瘾［１６］，主要表现为个体对上网有周期性、不可抗拒的使

用冲动，即使在不使用网络时，仍不能避免生理或心理上的依赖性。 而 Ｄａｖｉｓ 则认为，成瘾需要依赖于

某种物质，无节制的、过度的网络使用并不完全等同于网络成瘾，因而进一步提出病理性网络使用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ＰＩＵ）的概念，主要关注个体不恰当的网络使用行为，并认为此种行为给日常

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１７］。 这种网络重度使用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方面，特殊的病理性网络使用（ｓｐｅ⁃
ｃｉｆｉｃ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指依赖网络的特殊功能，如过度使用网络购物、网络赌博、网络游戏等，沉
迷者依赖的并非网络本身，而是依赖于网络内容，互联网只是其沉迷行为的媒介；另一方面，一般的病理

性网络使用（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则是一般性的、多方面的上网过度，其中涵盖在网上无

明显目的地浪费时间，沉迷者大多希望维持虚拟的网络生活。
目前，学界对网络重度使用的概念界定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争论的核心在于其是一种类似于药物依

赖的成瘾行为，抑或是类似于不良应对方式的问题行为。 不过，学者们对其的理解都是从个体生理及心

理上对网络过度依赖所导致的上网行为不可控展开的，因此，本研究参考《中国青少年健康教育核心信

息及释义（２０１８ 版）》的定义，认为网络重度使用指以娱乐为目的过度地、持续地（一般 １２ 个月以上）使
用互联网，导致明显的学业、职业和社会功能损伤的冲动失控行为［４］。

在网络重度使用倾向的影响因素方面，诸多研究认为，男性相较于女性更容易沉迷网络；但进一步

研究发现，二者在使用时长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是社会文化和性别个性导致其在使用偏向上有所区

分，男性较为偏向网络游戏和网络色情成瘾，女性则偏向网络购物和网络关系成瘾［１８］。 易晓明对近

２０００ 个学生样本的调查发现，网络重度使用风险随着年级升高而增加，但各个年级学生的发生比例并

无显著差异［１９］；也有研究指出，年级越低，个体的网络过度使用倾向越明显［２０］。 梁虹等对国内 ４ 个省

２３６１ 名青少年的调查发现，随着年龄增长，个体的网络使用程度有所加深［２１］；但也有研究发现，网络过

度使用现象与个体年龄间不存在明显关系，而是与接触网络的年龄有关，低龄时接触网络的个体可能由

于触网时间长、接触时心智不成熟等原因产生严重的网络依赖问题［２２］。 除触网年龄外，较高的网络使

用能力一般也会带来更多种类、更深层次的网络使用行为，导致青少年更高频率地暴露在互联网场域

中，产生网络沉迷风险，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２３］。 总体来看，虽然研究结果存在差异，但都呈现出网

络重度使用问题在未成年人群体中发生的普遍性。
（二）父母干预相关研究

人与情境交互理论认为，个体与周围环境间的相互作用会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网络重度使

用即是个体与现代信息技术交互影响而产生的消极结果。 而家庭作为对个体发展影响最直接和个体接

触时间最长的一个微系统［２４］，可以有效削弱这一消极影响。 在家庭系统的运作过程中，父母为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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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媒介消极作用而主动实施的各种管理子女网络使用的措施统称为父母干预 （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ｔｉｏｎ） ［１］５２。 围绕子女媒介使用过程中的家长干预，国外学界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基础上提出了

父母干预理论，但在国内学界，该理论的应用尚未完全普及。
父母干预的概念最早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新闻传播学对父母干预儿童收看电视节目的研究［２５］，

特指父母为发挥媒介的积极作用、避免媒介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而主动采取的各类措施［２６］［２７］，具体

包括父母对未成年人所接触的媒介类型及内容进行控制、监督和解释的所有策略［２８］［２９］。 最初的父母

干预行为通常划分为限制型干预和积极型干预两类，前者指父母对未成年人媒介使用的时长、内容、周
期等做出规定并进行限制的行为［３０］；后者指父母在子女使用媒介的过程中，与其就媒体内容进行解释、
互动、讨论的干预策略［２５］。 已有研究显示，不同的父母干预策略对子女网络使用行为的作用机制存在

着明显差异，部分学者认为限制型干预对未成年人发挥了重要的保护性作用，有效规避了过度使用互联

网带来的负面影响［３０］［３１］。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了限制型干预的负面效应，如有可能引起亲子关系恶

化、子女逆反心理等［３２］，尤其是未成年人正处于重要的生命历程转折阶段，父母对其上网行为的限制和

管控更可能会激起孩子的强烈反抗，产生消极影响［３３］。 相较之下，积极型干预旨在帮助未成年人理解

网络内容，建立正确的媒介使用观，帮助未成年人的认知发展［３４］。
随着媒介的持续发展迭代，父母干预理论的应用边界随之拓展，学界也对父母干预模型进行了修改

和扩充，部分学者在限制型干预和积极型干预的基础上提出第三种干预类型———监控型干预，即未成年

子女使用媒体时，父母的角色在场会对其网络使用情况形成隐性监督机制［２８］［３５］。 有研究表明，父母掌

握未成年子女的上网内容能有效规避其网络沉迷风险，进而修复和完善个体发展功能［３６］，通过监视子

女的网络使用也能够使父母的干预行为更加有效［３７］；也有学者强调，监控型干预能否发挥引导作用还

与未成年人关注的网络内容直接相关。 此外，近年来学界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和日益普遍化的“低头行

为”，还关注父母行为示范的重要作用［３８］［３９］，但尚未将其纳入主要干预类型之中。 作为未成年人社会

化过程中的重要模仿角色，父母的行为表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未成年人的行为认知［４０］，未成年人会有

意识或无意识地学习家庭中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规范［４１］，父母频繁使用网络无形中增加了未成年子女的

上网频率，前者网络滥用等不良表现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重要原因［４２］。
时至今日，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在广度和深度的层面都取得了有价值

的成果。 但是，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集中在对网络重度使用的负面影响进行描述性说明［４３］，并未深

入研究引起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的具体机制，导致难以对根治或者缓解这一问题提出有效建议。 部分提

出改善方向的研究也基本为政府政策、社会参与等宏观层面［４４］，对微观家庭内部的直接防控机制讨论

较少，也没能细化不同干预策略的影响维度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 本研究旨在对不同干预策略及其调

节作用进行补充，研究结果将有助于从父母干预的视角规避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风险，为父母采取适

宜举措调节未成年子女的网络使用提供可行参照。

三、研究设计：对父母网络使用行为影响机制的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及网络安全情况调查”，以 ４ 岁至 １８
岁的未成年人为目标群体，涵盖全国六大区域的一、二、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 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

方式，使用腾讯问卷系统作为调查工具，并取得受试对象和监护人的知情同意。 通过设置电子问卷，被
访者可以通过微信、ＱＱ 等途径访问填答。 调查在全国范围内最终共采集了 ６９５６ 个未成年人样本数据，
有效回收率为 ６１％，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最终获得的调查数据分为个人信息、网络使用情况、网络风

险、父母教育四个部分的信息：个人信息为受访者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居住地①

① 依据该调查的地区划分标准，一线城市包括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准一线城市包括成都市、杭州市、重庆市、武汉市、
苏州市、现实、天津市、南京市、郑州市、长沙市、沈阳市、青岛市、宁波市、东莞市、无锡市；二线城市包括昆明市、大连市、厦门市、合肥市、
佛山市、福州市、哈尔滨市、济南市、温州市、长春市、石家庄市、常州市、泉州市、南宁市、贵阳市、南昌市、南通市、金华市、徐州市、太原
市、嘉兴市、烟台市、惠州市、保定市、台州市、中山市、绍兴市、乌鲁木齐市、潍坊市、兰州市；三线城市包括珠海市、镇江市等 ７０ 个城市；四
线城市包括舟山市、泰安市等 ２１９ 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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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网络使用情况为受访者的基本网络使用行为，如触网时间、上网设备、上网地点等；网络风险部分主

要收集未成年人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包括网络沉迷、网络暴力、网络诈骗、隐私保

护等；父母教育部分则针对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干预情况，包括父母网络行为、对受访者的上

网限制等，因该部分并未涉及积极型干预的相关内容，本研究受调查数据限制，仅考察限制型干预、监控

型干预以及父母行为影响的三类干预策略，并将行为影响视为“示范型干预”。
借鉴以往研究，未成年人是否出现网络过度使用问题通常会受到性别、年龄、居住地、受教育水平等

人口统计学因素及自身网络使用特征的影响［４５］。 此外，父母对子女网络使用过程的差异化干预策略与

后者网络重度使用倾向具有相关性，但干预策略并非都行之有效，不当的干预方式可能会降低干预效

果，甚至产生负面影响［４６］［４７］。 同时，不同的干预策略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４８］，如父母使用网

络频繁的未成年人在被限制上网时，会对父母权威产生更激烈的抵抗情绪，也更排斥父母对自己上网行

为的关注与了解，加重子女的网络重度使用倾向。 而在未成年人网络使用过程中角色在场更积极的父

母，可能会提高限制型干预的针对性与科学性，即越了解子女网络使用行为的父母，限制未成年人上网

越能有效降低其网络沉迷水平。 因而需要将示范型干预、监控型干预与限制型干预结合起来讨论，考察

三者之间的调节作用。
结合既有研究文献和具体社会情境，本研究的基本假设为：在控制个体特征的前提下，监护人在多

个维度的干预策略可以有效调节未成年人的网络行为，对其网络重度使用风险产生差异化影响，且不同

干预策略之间存在调节效应。 具体而言：
假设 １　 在控制个体特征的前提下，父母的网络使用行为对子女存在示范性影响，父母使用网

络的强度越大，越可能增加未成年子女的网络重度使用倾向。
假设 ２　 在控制个体特征的前提下，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网络使用行为越了解，越能形成对后者

的监控作用，可能降低其网络重度使用倾向。
假设 ３　 在控制个体特征的前提下，父母限制未成年子女的网络行为，对后者网络重度使用倾

向存在显著削弱作用。
假设 ４　 父母的示范型干预、监控型干预及限制型干预之间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父母过度使

用网络会对未成年人产生不良的行为引导，从而削弱监控型干预与限制型干预的积极作用，而父母

在子女上网过程中的角色在场可能会通过提高限制型干预的针对性，强化其对规避未成年人网络

成瘾的积极作用。
（二）分析策略与变量操作化

１．分析策略

拟定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未成年人的网络重度使用倾向，关键解释变量为父母的干预策略（示范

型干预、监控型干预、限制型干预），同时将性别、年龄、居住地、受教育水平等人口统计学因素及其自身

的网络使用特征纳入可能会对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倾向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以克服遗漏变量带来

的统计偏误。 而后构建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探究其具体作用机制，以样本网络重度使用倾向为因变

量，并引入可能会对因变量造成影响的分类变量和连续变量，设置得到模型表达式为：

ｌｎ Ｐ
１ － Ｐ

■

■
■

■

■
■ ＝ α ＋ ∑

Ｋ

ｋ ＝ １
β ｋ ｘｋ ＋ ε

其中，Ｐ 表示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的概率，对每个自变量而言，其变动一个单位对被解释变量发

生比（ Ｐ
１－Ｐ

）的影响 ＯＲ 值＝ｅｘｐ（βｉ），即 ＯＲ 值大于 １ 时，意味着个体网络成瘾的发生概率增加，小于 １ 则

自变量对事件发生概率具有负向影响。 ｘｋ 表示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体特征和父

母干预策略；α 表示常数项，βｋ 表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ε 为随机误差项。
利用该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对样本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倾向进行分析。 本研究共建构三个模

型：模型 １ 仅包含控制变量；模型 ２ 包含控制变量、示范型干预变量、监控型干预变量、限制型干预变量，
探究父母行为示范、角色在场、直接限制对子女网络重度使用倾向的作用；模型 ３ 在模型 ２ 的基础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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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纳入示范型干预、监控型干预与限制型干预的交互项，考察三者之间的调节效应，以深化对其作用

机制的讨论。 通过建立三个模型，分别考察新加入变量自身的显著性及其对总体模型解释力的影响，从
而深入探究每一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实际作用效果。

２．变量操作化

既往研究的调查结果表明，上网时间越多的未成年人网络沉迷得分越高，两者呈正相关关系［４９］。
然而随着线上学习的普遍化，未成年人越来越多地采用网络手段获取知识和完成作业，部分学者已经发

现，网络使用时长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成年人的网络重度使用倾向，但二者不能完全等同［５０］，需
要引入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时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对样本的网络沉迷水平进行精确评估。 如表 １ 所示，基
于“我曾经因为上网 ／玩手机忘记吃饭或睡觉”“我曾经因为上网 ／玩手机使得学习成绩下降”“我尝试过

没事的时候不看微信 ／ ＱＱ 等社交软件但很难”三个调查问题进行赋值，以从自我控制能力下降、学业表

现受损、社交依赖加剧三个基本维度测量样本的网络沉迷倾向，若出现其中两类及以上问题，则认为未

成年人存在网络重度使用倾向，并对样本赋值为 １，得到关于样本网络重度使用倾向的二分变量。
表 １　 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倾向相关变量含义与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类型 变量描述与赋值

网络重度使用倾向 二分类 无＝ ０；有＝ １
关键解释变量

示范型干预 数值型
父母网络使用强度
８ 类上网行为，取值范围 ０—８

监控型干预 二分类
父母是否了解子女的网络使用行为
否＝ ０；是＝ １

限制型干预 二分类
父母是否有意识地限制子女上网
否＝ ０；是＝ １

控制变量

性别 二分类 女性＝ ０；男性＝ １

年龄 数值型
受访者在 ２０１８ 年的实际年龄
取值范围 ４—１８

城市等级 二分类 二 ／三 ／四线城市＝ ０；（准）一线城市＝ １
受教育水平 二分类 初中及以下＝ ０；高中及以上＝ １

触网年龄 数值型
未成年人首次接触网络的年龄
取值范围 ３—１８

网络使用能力 数值型
样本未成年人熟练使用网络的能力
８ 类网络操作，取值范围 ０—８

网络学习行为 数值型
样本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学习的强度
５ 类网络学习行为，取值范围 ０—２０

网络购物行为 数值型
样本未成年人进行网络购物的强度
４ 类网络购物行为，取值范围 ０—１６

网络社交行为 数值型
样本未成年人借助网络社交的强度
５ 类网络社交行为，取值范围 ０—２０

网络娱乐行为 数值型
样本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娱乐的强度
５ 类网络娱乐行为，取值范围 ０—２０

关键解释变量方面，父母对子女

网络行为的干预策略存在不同向度，
本研究参考相关理论和学界已有研

究，将其区分为示范型干预、监控型

干预、限制型干预三类干预措施。 考

虑到现阶段我国互联网接近全民普

及，被调查者的父母使用互联网的比

例近 １００％，因此，不以是否上网作

为示范型干预的测量变量，而是进一

步考量父母网络使用行为的广度与

深度，对问卷“父母教育”部分的“您
父母在上网时是否做下列事情？”的
多维度回答进行加总处理，即父母是

否在上网时存在玩微博、用社交网络

（如微信、陌陌）、听音乐、看直播、看
短视频、打游戏、网络购物、检索查找

的上网行为，生成关于父母示范型干

预的连续变量①。 基于问卷“父母教

育”部分的“您觉得父母是否知道您

上网时在做什么？”生成关于父母监

控型干预的虚拟变量，认为 “不知

道”和“知道一点”为“基本不知道”，
并赋值为 ０；将“大部分知道”和“都
知道”视为“基本知道”，赋值为 １。
而后进一步对父母限制情况展开分

析，基于对“您的父母是否限制您什么时候能上网或者上网多长时间？”问题的回答生成关于父母限制

型干预的虚拟变量，将“限制”赋值为 １，“不限制”赋值为 ０。
控制变量方面，在考量性别、年龄、居住地、受教育水平等基本人口统计学因素之外，还应将可能影

响样本是否沉迷上网的网络使用情况纳入模型。 个体触网年龄越早，对互联网的熟悉程度和习惯程度

可能越深，对其网络使用行为产生潜在作用，由此将样本触网年龄作为反映其网络使用情况的另一指

① 因示范型干预为连续变量，在后续的交互分析中对其进行中心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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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此外，网络使用能力越强的未成年个体，越能发掘更多种类和更深层次的网络功能，网络成瘾的可

能性越大。 基于网络使用情况部分对被访者 ８ 类网络操作熟练程度的调查，加总形成关于个体网络使

用能力的连续变量。 互联网功能庞杂繁多，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的网络使用结构造成的网络成瘾风险也

有所差异［４９］，本研究根据“在过去一个月里，您是否经常在网上做下列事情？”问题对网络学习、社交、娱
乐、购物等方面的 １９ 种网络使用行为的考察，并区分“从不”“至少每周一次”“几乎每天一次”“每天几

次”“几乎总是”的不同频率，加总后分别形成关于个体网络学习行为、购物行为、社交行为、娱乐行为的

连续变量。
表 ２　 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倾向相关变量分布情况

变量 观测值 占比 ／平均值

网络重度使用倾向

　 无倾向 ３１３５ ７４．４３％
　 有倾向 １０７７ ２５．５７％
示范型干预 ４２１２ ２．９０
监控型干预

　 基本不知道 １６９８ ４０．３１％
　 基本知道 ２５１４ ５９．６９％
限制型干预

　 不限制 １９０９ ４５．３２％
　 限制 ２３０３ ５４．６８％
性别

　 女性 ２３６３ ５６．１０％
　 男性 １８４９ ４３．９０％
年龄 ４２１２ １５．４６
居住地

　 二 ／三 ／四线城市 ２０９０ ４９．６２％
　 （准）一线城市 ２１２２ ５０．３８％
受教育水平

　 初中及以下 ２１６２ ５１．３３％
　 高中及以上 ２０５０ ４８．６７％
触网年龄 ４２１２ ８．８４
网络使用能力 ４２１２ ４．２５
网络学习行为 ４２１２ ８．６７
网络购物行为 ４２１２ ４．７４
网络社交行为 ４２１２ ８．３０
网络娱乐行为 ４２１２ ７．６３

完成变量操作化后，使用个案剔除法 （ ｌｉｓｔｗｉｓｅ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处理各变量缺失值①，并去除 １８ 岁以上的样

本。 同时，为了避免居住方式对变量间关系的干扰，
仅选择与父母同住的 ４２１２ 个受访者，以保证父母干

预的直接性。 处理后的样本与总体样本在性别、居住

地、受教育水平等人口统计学因素上的分布基本保持

一致，且在年龄均值上的差异较小，可以认定剔除缺

失值样本对本研究的分析影响较小，利用 ＳＰＳＳ 数据

分析软件展开后续分析。
根据操作化后的变量数据（表 ２），不存在重度使

用倾向的未成年人占 ７４．４３％，存在重度使用问题的

未成年人占 ２５．５７％，表明我国青少年网络沉迷水平

整体上仍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但网络过度使用问题

仍不容忽视［５１］。 自变量方面，在与父母同住的受访

者中，监护人的网络使用强度平均得分为 ２．９０，表明

其互联网使用虽然普及度高，但网络行为较为单一，
尚未表现出明显的多样化和深入化特征。 同时，５９．
６９％的父母基本了解子女上网时在做什么，但高达

４０．３１％的父母基本不知道子女的上网行为，整体上

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上网行为仍不够了解，尚未完全掌

握子女的网络行为特征［３９］。 对于未成年人的网络使

用，超过一半的父母对其实施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反
映出大多数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网络过度使用有所警

惕。 因此，父母能否在家庭内部正确扮演恰当的社会

角色、引导未成年人的上网行为，在其成长过程中具

有重要意义，且这种干预涵盖了多种策略，包括父母自身的示范作用、正确的网络行为教育、对网络沉迷

情况的控制等角色功能。

四、主要分析结果

本研究主要借助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对处理后的调查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以对父母网络行为干预

与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倾向的具体关系做出实证探究。 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倾向的二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表明，三个模型的模型系数综合检验卡方值均在 ｐ＝ ０．０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 如表 ３ 所示。

模型 １ 呈现出人口统计学因素和网络使用特征对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倾向的作用效应，其中男

性和女性未成年人在网络沉迷水平上显示出明显区别，前者在网络沉迷的卷入程度明显高于女性，重度

使用问题的发生比为女性的１．３５倍。这主要由于性别差异通过网络使用行为结构和倾向对个体网络

① 若任一变量含有缺失数据，则将相对应个案从分析样本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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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影响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倾向的二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Ｂ ｅｘｐ（Ｂ） Ｂ ｅｘｐ（Ｂ） Ｂ ｅｘｐ（Ｂ）

性别（男性＝ １） ０．３００∗∗∗

（０．０７７） １．３４９ ０．３３３∗∗∗

（０．０７９） １．３９６ ０．３３１∗∗∗

（０．０７９） １．３９２

年龄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６） １．０４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７） １．０２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７） １．０１９

城市等级（（准）一线城市＝ １） －０．３９８∗∗∗

（０．０７６） ０．６７１ －０．３８６∗∗∗

（０．０７８） ０．６８０ －０．３８５∗∗∗

（０．０７８） ０．６８０

受教育水平（高中及以上＝ １） ０．１０１
（０．１２３） １．１０６ ０．１００

（０．１２４） １．１０５ ０．１０３
（０．１２４） １．１０９

触网年龄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１．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１．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１．０１１

网络使用能力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７） ０．９７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７） ０．９８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７） ０．９８１

网络学习行为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９９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９９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９９３

网络购物行为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２） ０．９７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０．９８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０．９８５

网络社交行为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２） １．０４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２） １．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２） １．０３４

网络娱乐行为 ０．０７９∗∗∗

（０．０１０） １．０８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１０） １．０７４ ０．０７１∗∗∗

（０．０１０） １．０７３

示范型干预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２） １．０５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２） １．０４０

监控型干预（基本了解＝ １） －０．４８８∗∗∗

（０．０７５） ０．６１４ －０．６７４∗∗∗

（０．１２５） ０．５１０

限制型干预（限制＝ １） ０．５８８∗∗∗

（０．０７８） １．８００ ０．４３２∗∗∗

（０．１１３） １．５４０

示范型干预×监控型干预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３） １．００６

示范型干预×限制型干预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５） １．０１０

监控型干预×限制型干预
－０．２８９∗∗

（０．１５５） ０．７４９

观测值 ４２１２ ４２１２ ４２１２
模型综合检验 ２７５．３１５∗∗∗ ３８９．４８２∗∗∗ ３９３．０３６∗∗∗

－２ＬＬ ４５１３．８０４ ４３９９．６３７ ４３９６．０８２

　 　 注：因变量为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倾向；∗ｐ＜０．１，∗∗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沉迷水平产生影响，男性通常对网络技术的探究力强，个性中带有尝试和冒险特质［５２］，往往导致其对网

络游戏等虚拟情境更为沉迷，女性则多沉迷于社交平台。 年龄和受教育水平与个体网络重度使用倾向

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可能与调查对象为未成年人、受教育程度集中为中学阶段有关，样本的

年龄分布较为集中，初中与高中的受教育水平也未呈现出明显的网络成瘾差异。 居住地城市等级对未

成年人网络沉迷水平的影响显著，一线和准一线城市相较于二、三、四线城市的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

问题的发生概率更低，这与全国妇联发布的《新时代女童及家庭网络素养调研报告》的结论相吻合，主
要由于较高等级的城市使用网络的青少年较多，学校和家庭对互联网应用的思想和行为教育意识较强，
在控制网络风险方面更加完善和全面［２３］，未成年人产生沉迷问题的情况较少。 此外，低等级城市未成

年人及其监护人对接受教育的认知普遍较低，个体投入在课业上的时间少也会导致自身更容易面临网

络重度使用的风险。 同时，更高等级城市的游乐设施更加完善和多样，如游乐场、博物馆、体育馆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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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的娱乐选择更多［５３］，一般可以作为互联网的替代品，直接减少其网络使用行为。 触网年龄对未

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倾向的作用并不显著，相较之下，熟练使用网络的能力是减轻未成年人网络依赖的

重要因素，网络使用能力每增加 １ 个单位，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可能降低 ２．８６％，这一点与前文预测

有所不同，可能由于接触网络时间更长的未成年人对互联网的认知和了解更加深入，也形成了较为成熟

理性的网络使用规范，规避了内容、强度等方面的网络失控行为［５４］。 此外，不同的网络使用结构与未成

年人的网络重度使用倾向存在相关关系，尽管随着各类线上学习平台和互联网学习资源的普及，借助互

联网学习新知识、巩固练习、完成作业等成为现阶段学生的新型学习方式，但使用网络进行学习并不会

造成未成年人的网络重度使用问题；而相比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网络成瘾的网络购物行为，网络社交和

网络娱乐则显著预测了未成年人的网络沉迷水平［４９］，网络社交和娱乐行为每上升一个单位，个体网络

重度使用的可能性分别提升 ３．９８％和 ８．２２％，说明上网娱乐相较于社交平台更容易使青少年丧失时间

观念，造成其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真空，引起个体的不真实感和网络重度使用问题［５５］。
模型 ２ 纳入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网络行为的三类干预策略。 在控制个体人口学因素和网络使用特

征不变的情况下，父母上网强度每增加 １ 个单位，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问题发生比增长 ５．０２％，说明

父母的行为表现是未成年人行为养成的主要影响因素［３９］［４０］，示范型干预对子女网络重度使用倾向具

有显著的预测作用［４２］，因此，假设 １ 得到验证。 同时，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网络使用的了解程度与后者的

网络重度使用倾向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父母了解上网情况的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问题发生

比为父母不了解的 ０．６１ 倍，说明父母的角色在场对子女上网行为形成了隐性的监督机制［３５］，使其更加

自觉地控制自身的网络使用行为［３７］，从而降低未成年人的网络沉迷水平，假设 ２ 得到验证。 相较之下，
父母限制未成年子女网络使用对后者网络重度使用倾向存在显著的正预测作用，父母对未成年人的网

络使用行为进行限制，使后者的网络重度使用问题发生比上升了 ８０．０４％，亦即限制型干预对子女网络

沉迷水平产生了回旋镖效应，该效应的出现可能与子女的逆反心理有关［４６］，即当未成年人感到自己使

用网络的自由受到父母威胁时，会相应产生愤怒情绪［３３］，并且对干预行为进行抵制，如变本加厉地使用

互联网，以此寻求自身独立［３２］，从而增加网络重度使用的可能性，假设 ３ 被证伪。
模型 ３ 旨在关注示范型干预、监控型干预、限制型干预三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由此可以发现，加入交

互项后，示范型干预、监控型干预、限制型干预本身对个体网络重度使用倾向的作用方向并没有发生改

变。 而父母的示范型干预对监控型干预和限制型干预不存在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尽管父母的行为示范

是影响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程度的强有力因素，但并不能消解父母不了解子女上网行为或是强制限制上

网对其网络沉迷的负面影响［３９］。 而监控型干预对限制型干预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即尽管父母限制未成

年子女使用网络可能会引起后者的逆反心理和反弹情绪，造成进一步的网络沉迷，但更加了解子女上网

情况的父母可以通过采取更有针对性、更加科学合理的干预策略，削弱限制型干预的消极影响［４８］，降低

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的可能性。
总结而言，在控制个体人口特征的前提下，父母多个维度的干预策略都会对未成年人互联网认知和

使用行为产生作用，且不同策略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２８］。 父母良好的行为示范和充分的隐性监控在事

实上可以减轻个体特征可能造成的网络沉迷风险，但强制性的限制干预可能会造成未成年人心理叛逆，
引发网络重度使用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家庭系统内部环境作为社会化的初级场域，对个体发

展存在多方面的深度影响［２４］，提高并改善家庭功能可以有效降低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的发生率。

五、结论与讨论：家庭与社会应形成合力

针对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问题，学界从行为、心理、药物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干预策略，而本研究旨

在说明，父母在家庭内部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行为进行多方面干预，能够从源头上更有效地降低后者网

络沉迷水平，家庭社会化及其内部规训可以成为预防和治疗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用问题的新思路。 概

况而言，本研究通过相关性、因果性、差异性等多个维度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家庭是未成年人生活和社会化的主要场域，未成年人行为方式的形成是父母行为及场域规范

的内化［４１］，父母的网络使用强度会对子女的网络重度使用倾向产生示范性影响［４２］。 父母使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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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度越大，越容易导致未成年人的网络依赖行为，父母需要通过自身行为规范创造更加积极的网络使

用环境，发挥示范型干预的作用，规避子女网络沉迷风险。
第二，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网络使用的了解程度对后者的网络重度使用倾向产生隐性监督效用。 父

母的角色在场一方面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形成隐性压力，使其进行一定的自我规范［３６］，对防止未成

年人过度上网、合理控制上网时间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父母基于对未成年人网络

使用情况的了解，展开更有针对性的教育和限制［３７］，从而降低其网络沉迷水平。
第三，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网络使用进行限制对后者网络重度使用倾向存在正向预测作用，但父母在

子女使用网络时的角色在场可以提升其限制行为的科学性、积极性、有效性，降低未成年人网络重度使

用可能。 相关研究表明，温暖理解的教养方式能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网络沉迷，过度保护、过度干涉、拒绝

否认、严厉惩罚等极端管控则会加剧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问题［４０］。 父母应关照子女的心理状况和情绪反

应，寻找合适的教育方式和干预强度，形成家庭内部的有效互动［８］，以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未成年人过

度使用网络。
当然，家庭也需要与社会形成合力，以强化干预策略的实施效果。 具体而言，互联网内容生产和分

发领域应尽快实现清晰严格的网络内容分级制度①，尤其注意对网络娱乐（游戏、短视频等）和网络社交

（微信、微博等网络社群）在访问权限和使用时间等层面的限制，并运用实名认证制度和人脸生物特征

识别，积极研发设立智能终端产品控制技术，方便家长直接监管未成年人上网。 此外，父母可以在专业

社工的指导下，帮助孩子科学合理地使用网络，专业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社会组织还可以开展各类专题

研究［４４］，在政策导向、心理辅导、家庭教育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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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ｎｋｙｕ ｎｏ Ｓｈｉｎｐｏ， ２０１６， ６８（１０）： １１５９－１１６６．
［１０］于宗富， 张朝． 网络成瘾原因研究新进展［Ｊ］．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２０１１（５）： ６２１－６２５．
［１１］Ｙｏｕｎｇ Ｋ， Ｐｉｓｔｎｅｒ Ｍ， Ｏ’ｍａｒａ Ｊ， ｅｔ ａｌ． Ｃｙｂｅｒ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Ｊ］． Ｃｙｂｅｒ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 ＆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１９９９， ２（５）： ４７５－４７９．
［１２］Ｋａｎｄｅｌｌ Ｊ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ａｍｐｕｓ： Ｔｈ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 Ｃｙｂ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１９９８， １

（１）： １１－１７．
［１３］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Ｐ．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ｇｅｎｕｉｎ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ｒ ｎｏｔ？ ［Ｊ］．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００， ３５５（９２０４）： ６３２．
［１４］雷雳，李宏利．病理性使用互联网的界定与测量［Ｊ］．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３（１）：７３－７７．
［１５］Ｈａｌｌ Ａ Ｓ，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ｕｓｉｎｇ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２００１， ２３（４）： ３１２－３２７．
［１６］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Ｍ Ｄ， Ｋｉｒáｌｙ Ｏ， Ｐｏｎｔｅｓ Ｈ Ｍ， ｅｔ ａｌ．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ｇａｍｉｎｇ［Ｊ］．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Ｇｒａｖｅ

ｄａｎｇｅｒｓ， ｇｒｅａｔ ｐｒｏｍｉｓｅ， ２０１５： ２７－４５．

① 网络分级制度是指以网络信息和游戏为对象，根据其包含的语言和思想内容、性内容、暴力程度等进行分类，设置相应的年龄标
签，并根据标签进行过滤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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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Ｄａｖｉｓ Ｒ Ａ． Ａ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００１， １７（２）：
１８７－１９５．

［１８］Ｓｏｈ Ｐ Ｃ Ｈ， Ｔｅｈ Ｂ Ｈ， Ｈｏｎｇ Ｙ Ｈ，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ａｇｅ［Ｊ］．
Ｆｉｒｓｔ Ｍｏｎｄａｙ， ２０１３，１８（９）：１－１９．

［１９］易晓明． 大学生的类别、上网条件与网络成瘾的关系［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２００５（４）： ４３７－４３９．
［２０］欧居湖． 青少年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研究［Ｄ］．重庆：西南师范大学，２００３．
［２１］梁虹， 王利刚， 樊春雷， 等． 青少年自我控制双系统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研究［Ｊ］． 中国全科医学， ２０１６（９）： １０７６－

１０８０．
［２２］Ｈｓｉｅｈ Ｋ Ｙ， Ｈｓｉａｏ Ｒ Ｃ， Ｙａｎｇ Ｙ Ｈ，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ｘ， ａｇ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ｉ⁃

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８， １５（１２）： １－１０．

［２３］田丰，郭冉，黄永亮，等．青少年网络风险影响因素调查分析［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５）：１－
９．

［２４］Ｂｒｏｎｆｅｎｂｒｅｎｎｅｒ Ｕ．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 １９７７， ３２（７）： ５１３－
５３１．

［２５］Ｂｙｂｅｅ Ｃ Ｒ，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Ｄ， Ｔｕｒｏｗ Ｊ．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ｂ⁃
ｇｒｏｕｐ：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ｅｄｉａ， １９８２， ２６（３）： ６９７－７１０．

［２６］Ｖａｌｋｅｎｂｕｒｇ Ｐ Ｍ， Ｋｒｃｍａｒ Ｍ， Ｐｅｅｔｅｒｓ Ａ Ｌ，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ｓｃａｌｅ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ｙｌｅｓ ｏｆ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ｖｉｅｗ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ｅｄｉａ， １９９９， ４３
（１）： ５２－６６．

［２７］Ｎａｔｈａｎｓｏｎ Ａ Ｉ． Ｔｈｅ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Ｊ］． Ｍｅｄｉａ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 ４
（３）： ２０７－２３０．

［２８］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ｅ Ｓ， Ｈｅｌｓｐｅｒ Ｅ Ｊ．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ｅｄｉａ，
２００８， ５２（４）： ５８１－５９９．

［２９］Ｗａｒｒｅｎ Ｒ． Ｉｎ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ｅｄｓ：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ｖｉｅｗ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１， １（４）： ２１１－２３１．

［３０］Ｎｉｋｋｅｎ Ｐ， Ｊａｎｓｚ Ｊ．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ｖｉｄｅｏｇａｍｅ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ｂｙ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 ３１（２）： １８１－２０２．

［３１］Ｃｈｎｇ Ｇ Ｓ， Ｌｉ Ｄ， Ｌｉａｕ Ａ Ｋ， 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 ｕｓｅ ｉｎ ｙｏｕｔｈｓ［Ｊ］． Ｃｙｂ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２０１５， １８（１）： ３０－３６．

［３２］Ｗｈｉｔｅ Ｓ Ｒ，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Ｅ Ｅ， Ｋｉｎｇ Ａ Ｊ．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ｓｅｒｉａｌ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ｘ⁃
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ａｃ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ＵＳ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２０１５， ９（４）： ５１０－５２７．

［３３］Ｂｅｙｅｎｓ Ｉ， Ｂｅｕｌｌｅｎｓ Ｋ． Ｐａｒｅｎｔ – ｃｈｉｌ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ｔａｂｌｅｔ ｕｓ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Ｊ］．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７， １９（１２）： ２０７５－２０９３．

［３４］Ｒｏｓｅｂｅｒｒｙ Ｓ， Ｈｉｒｓｈ ‐ Ｐａｓｅｋ Ｋ， Ｐａｒｉｓｈ ‐ Ｍｏｒｒｉｓ Ｊ， ｅｔ ａｌ． Ｌ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ｅａｒｎ ｖｅｒｂｓ ｆｒｏｍ ｖｉｄｅｏ？ ［Ｊ］．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９， ８０（５）： １３６０－１３７５．

［３５］Ｎｉｋｋｅｎ Ｐ， Ｊａｎｓｚ Ｊ．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ｓ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Ｊ］．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３９（２）： ２５０－２６６．

［３６］Ｍａｇｎｕｓｓｏｎ Ｄ， Ｓｔａｔｔｉｎ Ｈ． Ｐｅｒｓ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Ｍ］．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 Ｉｎｃ， １９９８：６８５－７５９．
［３７］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Ｋ Ｊ， Ｆｉｎｋｅｌｈｏｒ Ｄ， Ｗｏｌａｋ Ｊ．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ｙｏｕｔｈ ｔｏ ｕｎｗａｎｔｅ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ｒｉｓｋ，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Ｊ］． Ｙｏｕｔｈ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３， ３４（３）： ３３０－３５８．
［３８］林茵． 父母运动、手机使用对初中生手机成瘾的影响［Ｄ］．深圳：深圳大学，２０１７．
［３９］丁倩， 张永欣， 周宗奎． 父母低头族与中学生手机成瘾的关系： 父母监控的调节作用［Ｊ］． 中国特殊教育， ２０１９（１）：

６６－７１．
［４０］Ｌｉｎｄｓａｙ Ａ Ｃ， 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 Ｍ， Ｍｕñｏｚ Ｍ Ａ， ｅｔ 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ｏ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ＪＭＩ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２０１８， ４（１）： １－１４．

［４１］Ｇｒｕｓｅｃ Ｊ 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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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６２： ２４３－２６９．
［４２］Ｘｉｅ Ｘ， Ｃｈｅｎ Ｗ， Ｚｈｕ Ｘ， 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ｐｈｕｂｂ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ｄｅｖｉａｎｔ ｐｅ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Ｊ］．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９， １０５： １－８．
［４３］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Ａ， Ｎｏｒｄｉｎ Ｓ， Ｈｅｉｄｅｎ Ｍ， ｅｔ 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ｈｙｐ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 ６８（１）： ３７－４５．
［４４］钟瑛，张恒山．论互联网的共同责任治理［Ｊ］．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６）：２８－３２．
［４５］Ｌａｍ Ｌ Ｔ， Ｐｅｎｇ Ｚ， Ｍａｉ Ｊ， ｅｔ 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Ｊ］． Ｃｙｂ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 ２００９， １２（５）： ５５１－５５５．
［４６］黎藜，赵美荻，李孟．“行之有效”还是“徒劳无功”———父母干预会降低孩子手机游戏成瘾吗？ ［Ｊ］．新闻记者，２０２１

（１０）：６７－７６．
［４７］赖雪芬， 王艳辉， 王媛媛， 等． 父母控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 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２０１４

（３）： ４３７－４４１．
［４８］姚倩，方圆，陈祉妍．手机限制干预与亲子冲突的关系：父母自主支持的中介作用和父母低头行为的调节作用［Ｊ］．中

国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２３（３）：４５７－４６３．
［４９］白小云． 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应对方式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研究［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２０１５．
［５０］肖玲玲． 大学生网络成瘾倾向与生活事件、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Ｄ］．杭州：杭州师范大学，２０１２．
［５１］邵云云， 许晟， 陈佳． 青少年网络成瘾成因结局及干预效果［Ｊ］．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２）： ３１６－３２０．
［５２］杨文娇，周治金．大学生网络成瘾类型及其人格特征研究［Ｊ］．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３）：３９－４２．
［５３］郎艳， 贾福军， 李恒芬， 等． 初中生网络成瘾状况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２００８（４）： ４１７－

４１９．
［５４］沈熙， 吴依泠， 苏彦捷． 父母对网络使用的干预与儿童遭受网络欺凌的关系： 自我表露的调节作用［Ｊ］． 社区心理

学研究， ２０１９（２）：３－１７．
［５５］Ｃｈｏｕ Ｗ Ｊ， Ｌｉｕ Ｔ Ｌ， Ｙａｎｇ Ｐ， 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ｔｔｅｎ⁃

ｔｉｏｎ－ｄｅｆｉｃｉｔ ／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Ｊ］．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２２５（１ ／ ２）： １２２－１２８．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ｉｎｏｒｓ’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Ｈｅａｖ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ＬＵ Ｊｉｅ－ｈｕａ， ＧＵ Ｙｕ－ｃｈｅｎ，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ｍｉｎｏｒ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ｉｓ ｉｎ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ｓ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ｉｓ ｖｅｒｙ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ｆｏｒｍ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ｒ 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ｆａｍ⁃
ｉｌｙ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ｉｅｌｄ ｆｏｒ ｍｉｎｏｒ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ｒｏｌｅｓ ｈ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ｅ ｕｓｅ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 ｉｎ ２０１８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ｉｎｏｒｓ’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ｍｉｎｏｒ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ｍｉｎｏｒｓ’ ｈｅａｖ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ｗｈｉｌｅ ｍｏｎｉｔｏ⁃
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ｏｆ ｍｉｎｏ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ｍｏｎｉｔｏ⁃
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ｗｅａ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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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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